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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儿童乃教育学之原罪

项　贤　明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南京 ２１００９７）

　　摘　要：赫尔巴特以来的教育学存在着这样一种传统观念，即把教育理解为一个对儿童和学生进
行塑造的过程。这种塑造的教育观以基督教原罪说为深层理论基础，与人类社会长期以来对儿童的隔

离和改造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继承与参与的关联。行为主义为塑造的教育观在２０世纪的延续提
供了强有力的支持，二者在否认和解构儿童主体性方面是一致的。现代信息技术和后喻文化的到来，

以及由此带来的儿童与成人之间“知识鸿沟”的逐渐消弭，已经使得秉持塑造教育观的学校窘迫不堪。

要真正走出这一困境，我们首先必须对教育学的赫尔巴特传统进行彻底的反思，在理论上真正肯定和

承认儿童的主体地位，将教育由“塑造”还原为“培育”和“服务”，由“燃烧自己”转变为“点燃他人”，由

为儿童设计未来转变为帮助儿童创造未来。我们说塑造儿童是教育学的原罪而非本罪，暗指这并非是

一种谴责，而是一种对深层问题的直视和反思。

　　关键词：教育学；儿童权利；主体性

　　人类之发展和解放的历史，与儿童的被发现及其人权被承认的历史，是同一过程的不同层面，其内
在的一致性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正如贝奇（ＥｇｌｅＢｅｃｃｈｉ）和朱利亚（ＤｏｍｉｎｉｑｕｅＪｕｌｉａ）在《西方儿童史》
中所言，“儿童史并不是一部进步史，原因很简单，因为成人的历史并非单线进化”（贝奇，朱利亚主编，

２０１６，第５页）。虽然历史发展在总体上是进步的，但在这进步过程中，往往是某些问题得到了解决，取
得了进步，而又在另一方面产生了新的问题，保留了旧的问题，甚或旧问题有所恶化。儿童解放的历

史，与其在教育过程中的境遇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就近现代学校教育以及与其相配套的教育学理

论而言，儿童在教育学中长期扮演的“被塑造”的“受教育者”的角色，实际上也从一个十分重要的角度

和层面，反映了儿童解放历史的曲折性。如今，已经到了必须对教育学领域这一司空见惯的理论问题

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候了，这是在实践中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

一、儿童的历史与塑造的教育学传统

美国教育家和心理学家法森（ＲｉｃｈａｒｄＦａｒｓｏｎ）曾尖锐地批判道：“我们这个世界对儿童来说不是个
好地方。我们社会中的每个机构都强烈地歧视他们。”（Ｆａｒｓｏｎ，１９７４，ｐ．１）美国儿童常常把效忠誓言
中的“…ｏｎｅｎａ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Ｇｏｄ，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ｂｌｅ…”中的“ｉｎｄｉｖｉｓｉｂｌｅ（不可分割的）”误读为“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看不见
的）”，法森讽刺地说这讹误中是包含真理的，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个国家的确是看不见的”，“并且对

这个国家来说，儿童也是看不见的”，他们“被拒斥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领域之外”（Ｆａｒｓｏｎ，
１９７４，ｐ．１）。这样的讽刺虽然有点过激，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儿童的天赋人权在很多情况下被忽
视的实际境况。

只要对历史上的儿童生活稍加回顾，我们就不难发现，在天真快乐的幸福图景之下，儿童之天赋人

权的落实情况其实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杀婴和以儿童献祭等文化现象在很多种族的历史上

普遍存在，就足以说明儿童在历史上曾经的悲惨境遇是不容忽视的，但儿童在社会正史中却是几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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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的，这本身又恰好反映了其被忽视的社会地位。关于儿童作为权利主体的法哲学理论，国际上存在

着保护论（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ｍ）和解放论（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的争论，但无论是保护论还是解放论，“两派均观察
到了在人类历史上儿童长期受到虐待和剥削的现象……两派也一致同意对儿童发展上的弱势状态应

给予适当的保护”（张扬，２０１７，第７５页）。这种对儿童的不利境遇和正当权利的承认，既是一种历史进
步的表征，同时也说明了法森关于儿童境遇的批评并非只是偏执狂的无中生有。

从历史的角度看，儿童在成年之前社会身份的获得和承认是近现代社会的事情。在原始部落，孩

子的姓名、年龄等都是十分模糊的，年幼孩童的夭折通常也不具备与成年人的死亡相同的意义。即使

到了文明相当繁荣的时代，这种状况也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公元前４５１—前４５０年颁布的古罗马《十
二铜表法》规定：“子女乃父母的私有财产，父亲对子女（包括除婚姻外的成年子女）有生杀予夺之权”

（张扬，２０１７，第１７页）。儿童作为人被重新发现，是文艺复兴之后的事情。历史研究表明，世俗儿童理
念的产生和被发现过程，与文艺复兴运动和人文主义思潮的兴起过程是一致的。阿利埃斯（Ｐｈｉｌｉｐｐｅ
Ａｒｉèｓ）以艺术作品中的圣婴形象为例证，认为“它的命运和繁荣见证了对儿童的情感在集体意识方面的
进步，对儿童的特殊注意在１３世纪时还是孤立的现象，在１１世纪时却完全不存在”，直到１５、１６世纪，
世俗的儿童才出现在成人家庭生活场景的绘画中（阿利埃斯，２０１３，第５４－５５页）。法森也认为，“童
年的理念是１６世纪欧洲人的发明。在中世纪晚期之前，干脆就没有童年这个概念，大多数语言中也没
有意指儿童的词语”（Ｆａｒｓｏｎ，１９７４，ｐ．１７）。可见，儿童作为一种社会观念是文艺复兴的历史成果之
一。关于儿童理念的产生，波兹曼（ＮｅｉｌＰｏｓｔｍａｎ）将其归因于古登堡（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Ｇｕｔｅｎｂｅｒｇ）的活字印刷
术，认为“印刷给予我们自我，使我们以独特的个体来思考和谈话，而这种强化了的自我意识便是最终

导致童年开花结果的种子”（波兹曼，２００４，第４１页）。在他看来，印刷术导致了“知识鸿沟”（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ｇａｐ，原译作“知识差距”），“学习变成了从书本中学习”（波兹曼，２００４，第４１－４２页），儿童读物从
此涌现出来，并成为将儿童从成人社会中区别开来的文化标志物之一。波兹曼将知识的成人垄断和信

息的成人控制看作“儿童”理念产生的内在重要原因。

不过，儿童被发现这一历史的进程再一次证明了辩证法的伟大。在文艺复兴之前的中世纪修道院

学校里，儿童就面对一种在家庭和邻里等之外的“独立空间中的‘禁闭式教育’”，“这是一种监控式教

育法，惩戒和禁闭有利于全景式培养：整个童年阶段都将在成年人的注视下度过”（贝奇，朱利亚主编，

２０１６，第１０、１２０页）。文艺复兴虽然带来了人的一次解放，然而，正如硬币总是有两面一样，“儿童”理
念的发明，一方面是对儿童作为人的承认，另一方面却从观念到实践都保留了中世纪教育对儿童的隔

离。学校教育，以及与学校这种教育方式相配套的教育学理论，便是我们进行这个隔离的重要工具之

一。“‘学校生活’涉及与儿童情感进展相关的教育史问题”，到近代早期，它逐渐“演变为一种将儿童

与社会分离的手段，即通过更严厉独断的纪律，对他们进行道德和知识方面的培养，最终将他们与成人

社会分开。这一进程从１５世纪起延续到１８世纪”（阿利埃斯，２０１３，第２０５页）。关于西方儿童史的
研究表明，在文艺复兴时期，“学校并非天堂”，孩子们“不断更换老师，离家出走，还有那些没有提到但

可以很容易猜测到的苦难”（贝奇，朱利亚主编，２０１６，第１９２页）。在文艺复兴之后，这种状况也并未得
到根本的改观。黑伍德（ＣｏｌｉｎＭ．Ｈｅｙｗｏｏｄ）的童年史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他发现，“从１６、１７世纪开
始，‘中产阶级’的渴望就将儿童及后来的青少年从成人世界中孤立出来。通过将其排斥于工作场所之

外，压制其性欲，延长其在学校和大学中的教育，儿童和青少年被日益‘婴儿化（ｉｎｆａｎｔｉｌｉｚｅｄ）’了”
（Ｈｅｙｗｏｏｄ，２００１，ｐ．３８）。

学校和学校教育理论的产生，使得我们对儿童的隔离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得以超越年龄的界

限。在这里，“儿童”被转换成“受教育者”，因而凡是扮演“受教育者”这种社会角色的，不分年龄，皆在

被隔离的歧视之列。伴随着学院的兴起，更加严格的新纪律体系在１５世纪确立起来，对违反纪律者进
行鞭笞等惩罚的年龄范围也在延伸。在体罚得到公认后，儿童的纪律和成人的纪律存在着根本的不

同，有身份的成年人可以免除纪律的惩戒，而“所有的孩子和年轻人，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都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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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纪律的约束，都要接受鞭刑”（阿利埃斯，２０１３，第２１９页）。最初，鞭刑“只针对小小孩，从１６世纪
开始，它扩展到所有的学生，有些学生的年龄经常接近甚至超过２０岁”（阿利埃斯，２０１３，第２１９页）。
这意味着即便已经成人，一旦被赋予学生的身份，也同样会被当作儿童来对待。在“受教育者”这一社

会角色之下，通过学校的纪律，青年也被推回到了少年儿童的行列。教育此时已成为一种必要的强制

性的塑造过程。人们普遍相信，包括成人学生在内的所有“儿童”，唯有经过这样的“塑造”，才能成为

真正意义上的“人”。

当近现代学校教育形式在欧洲萌芽时，自然的生长与人为的改造就作为一对思想矛盾出现在早期

的学校教育理论之中。作为西方近代教育的奠基人，夸美纽斯（ＪｏｈａｎｎＡｍｏｓＣｏｍｅｎｉｕｓ）就认为，由于人
类和天使都没有上帝才具有的神性，因此，“只有受过恰当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夸美纽斯，

１９８４，第３９页）。所谓“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赫尔巴特（Ｊｏｈａｎｎ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ｅｒｂａｒｔ）在《教育学讲授纲
要》第一条中就强调：“教育学以学生的可塑性作为其基本概念”（赫尔巴特，１９８９，第１９０页）。康德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也认为“教育包括照料和塑造两个方面”，其中“塑造”是学校教师提供的教育，“照料”
则是父母和家庭教师提供的生活教育，他并且认为“人们需要校园的塑造或教导”，这种塑造赋予人以

“个体的价值”和“公共的价值”，因此“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康德，２００５，第１２、１５、５页）。也
就是说，没有经过教育塑造的儿童还不能真正称之为“人”。这种塑造的教育观，从康德和赫尔巴特开

始，一直延续下来，如今已逐渐成为我们社会关于教育的一种集体无意识。

学校教育将教育过程理解为一种对儿童的“塑造”过程，进而其自身也异化成为社会隔离儿童的工

具，其背后隐藏的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塑造”的教育观实际上最初是建立在基督

教“原罪说”的基础之上的。学校教育在欧洲的萌芽与宗教改革有着直接的内在联系，新教的“因信称

义”学说承认个人自我救赎的可能，而教人阅读圣经的需要成为以班级授课制为基础的学校教育产生

的重要推动力。但是，新教和天主教都沿袭了奥古斯丁的传统观念，“认为儿童从出生伊始就是原罪的

产物”，“天生的堕落和不可能做好事”，只不过此时已有进步的观念，认为儿童只是“并非故意作恶且

可以改善的人”（贝奇，朱利亚主编，２０１６，第３３９－３４０、３４１－３４２页）而已。夸美纽斯自幼深受宗教思
想浸染，他倡导“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泛智教育”，但又强调“一切智慧和科学的宝库都藏在

基督那里”，“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离开了基督教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泛智论”（夸美纽斯，２００５，
第２２６、２８３页）。夸美纽斯在其教育理论中推崇“自然”的原则，不过他所说的“自然”，“不是指亚当作
恶以后全人类所过的堕落生活，它指的是我们最初的和原始的状况”（夸美纽斯，１９８４，第２８页）。他
解释说，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维未斯（ＬｏｄｏｖｉｃｕｓＶｉｖｅｓ）所说的自然也是这个意思。康德也强调
指出：“要从小就教育孩子们厌恶恶行，其根据不仅是上帝禁止它，而是因为它本身就令人厌恶。”（康

德，２００５，第１１页）赫尔巴特同样继承了这样的思想，他批评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认为“传统的教育
试图延续现在的这种邪恶；培养自然人意味着尽可能从头开始重复一系列业已克服了的邪恶”（赫尔巴

特，１９８９，第９页）。在这些学校教育的先贤们看来，正是由于人人皆有原罪，因而儿童生来就必须经受
改造，这是学校教育之所以必要的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近现代的学校教育与以往教育形式有着众多的根本不同，其突出特征之一便是学校教

育的制度化和国家化。据德国康斯坦茨大学历史学教授奥斯特哈默（ＪüｒｇｅｎＯｓｔｅｒｈａｍｍｅｌ）的考证，“到
１９世纪人们才开始把社会中关于知识学习和道德化的所有形式设想为一个教育体系，并在实践中做出
这样的安排”（奥斯特哈默，２０１６，第１４５６－１４５７页），即由政府组织、监督和指导有专业资质的教师在
统一形式的学校中对按年级和学制编班的学生施教以衔接连贯的课程。因此，学校对儿童的隔离和塑

造不仅仅是生活空间意义上的，而且还是社会制度意义上的。与此同时，由于现代民族国家也在这一

时期产生，培养年轻人的国家认同由此成为民族国家对学校教育的强烈需要和要求。“国家掌握着年

轻人接受学制教育的决定权，这是１９世纪的一个革命性创新”（奥斯特哈默，２０１６，第１４５７页）。国家
作为一种新力量的介入，进一步推动了学校对儿童进行隔离和改造的合法化和制度化。于是，我们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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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的隔离和塑造发展出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机制。“不仅通过我们的法律，而且也通过其他社会机

制，学校教育成为了一种强迫性的教育。学生如果没有完成义务教育，他们就会面临失业、贫穷和社会

拒斥的威胁”（Ｆａｒｓｏｎ，１９７４，ｐｐ．９６－９７）。强迫的义务教育这样一类社会制度，看似让儿童处于一种
对他们有利的地位，在另一方面实际上成了对儿童的压制，迫使他们放弃了一部分天赋人权，并且不能

全面地参与社会活动。

在当代，我们依然面对着这样一些关于儿童的深层问题，对儿童的隔离与塑造仍然在学校里进行

着。正如法森批评的那样，“我们的社会如今不仅在种族、阶层和性别上是隔离的，而且在年龄上也是

隔离的”（Ｆａｒｓｏｎ，１９７４，ｐ．２２）。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与早期的学校教育相比，儿童的个性虽然受到了
更多的承认和重视，但学校教育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从未放弃过塑造儿童的理念，甚至还进一步在

合法化的过程中将这种理念转化成为我们社会普遍的集体无意识。阿里埃斯关于儿童的历史研究证

实，“把儿童与原始性、非理性和前逻辑阶段相联系是我们当代儿童观的特点，这种儿童观发端于卢梭，

但它属于２０世纪的历史。只是在非常晚近的时代，它才由心理学家们、教育学家们、精神病医师、精神
分析师们的理论转化为社会共识”（阿利埃斯，２０１３，第１７７页）。这种社会共识的形成，使得塑造的教
育观以及作为这种教育观实践途径之一的对儿童的隔离，成为人们认为理所当然且熟视无睹的合法事

实。在这种塑造教育观转化为社会共识的历史进程中，有一个思想流派应当特别予以注意，其影响之

大，使其能够在科学的美名下至今仍然一直统治着我们的学校教育。这个思想流派就是２０世纪初起
源于美国进而影响世界的行为主义。

二、行为主义的“科学”塑造

自然的“生成”和人为的“塑造”这对思想矛盾，不仅表现在学校教育产生初期那些教育思想家的

教育理论中，而且是贯穿人类教育思想史之始终的。“人的教育过程是一个能动的生成过程，还是一个

受动的改造过程，这是以往一切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中最根本、最核心的一对矛盾”（项贤明，２０００，第
１３８页）。出于培养宗教虔信和国家认同的需要，在学校教育产生初期的欧洲，教会和民族国家在这个
问题上都不约而同地将最重的砝码放在了“塑造”这一边。历史总是在种种矛盾冲突中前行，“２０世纪
早期，关于儿童权利的相关哲学论述开始崛起，人们开始认识到儿童不仅仅是被保护对象，儿童与成人

一样也应当是有权利的”（张扬，２０１７，第４１页），然而，翻开历史的另一面我们又发现，“即使在２０世
纪，关于童年的旧的思维方式还是难以消亡，关于培育儿童的社会科学研究在摆脱狭隘的行为主义心

理学桎梏的道路上依然举步维艰”（Ｈｅｙｗｏｏｄ，２００１，ｐ．３），行为主义的科学贡献我们应当予以肯定，但
对它的诸多缺陷，尤其是其忽视甚至否认人的能动性这一重大理论缺陷，我们必须进行深刻的反省和

批判。

塑造的教育观隐含着一个重要的理论操作，便是对儿童主体地位的解构。我们以“为儿童谋幸福”

之名，行剥夺儿童主体地位之实。在当代，学校教育早期“人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成为人”的思想，转变为

关于儿童社会化的系统理论，认为所有儿童都要经历一个“适应社会并将社会内化在自身行为中的过

程”（科萨罗，２０１６，第６页）。不同的理论对这一过程有着不同的解释，其中有不少理论在解释这一过
程时忽视了儿童也是社会行动者这一基本事实，因而否认儿童在社会化过程中的能动性，否认儿童才

是其自身社会化的真正主体，而将这一过程在理论上置于成人的控制之下。或许出于生命繁殖和延续

的本能愿望，自觉或不自觉地，“根据儿童与成人的同化过程（成人化），成人生活中的幸福就叠加到童

年之上”（贝奇，朱利亚主编，２０１６，第４４９－４５０页）。对这样的历史现象，贝奇等人在《西方儿童史》一
书中质疑道：“当童年被形容为幸福时，这指的是一些成年人给予其他主体，即儿童的一种价值，但儿童

只能够说出与自己有关的话语。人们能够在不考虑儿童的话语的条件下去讨论这种幸福吗？”（贝奇，

朱利亚主编，２０１６，第４５０页）
在解构和否认儿童主体地位这一点上，塑造的教育观与行为主义是一致的。塑造的教育观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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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在２０世纪继续大行其道，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行为主义这种心理学和精神哲学理论２０世纪初在美
国产生并继而影响全世界。由于头戴科学的光环，这种理论对当代教育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是极其广

泛、深刻而且长远的。然而，行为主义从动物心理学实验中推导出来的儿童发展模型有一个最致命的

缺陷：忽视了儿童作为人的主体性。我们知道，作为精神哲学的行为主义，其首要的基本观点便是机械

唯物主义决定论。行为主义领袖人物斯金纳（Ｂ．Ｆ．Ｓｋｉｎｎｅｒ）就坚信，“在本质上，关于行为的实验分析
必将剥除我们先前赋予自主人的诸般功能，并将其一个一个地转移到控制性的环境上”（Ｓｋｉｎｎｅｒ，
１９７１，ｐ．１９４）。在行为主义者看来，“由于行为科学采用了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策略，传统上将行为归因
于此的自主人（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ａｇｅｎｔ）被环境取代了———正是在环境中，人类才得以进化；也正是在环境中，
个人的行为才得以型塑和延续”（Ｓｋｉｎｎｅｒ，１９７１，ｐ．１８０）。然而，“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
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马克思，２０１２，第２３８页），这种学说更不可能理解，人正是在能
动的改造环境的“变革的实践”中不断改变自身的。

由于否认儿童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行为主义在教育领域继承了塑造教育观的衣钵。正如前

文所述，在学校教育及与其相配套的教育理论在欧洲产生的时代，“中世纪的结束和文艺复兴使童年和

成人世界逐渐有了分别，但是又没有放弃一些在我们看起来违反天性的期待……成人世界总是把重担

压在儿童身上，建议或强迫他们学习未来的榜样”（贝奇，朱利亚主编，２０１６，第１７８页）。在１９世纪的
欧洲，儿童学校蓬勃发展，作为启蒙运动的遗产之一，儿童再次受到空前的重视，却同时出于方便对其

进行塑造性教育的目的而被置于隔离的地位上。这种强迫性的塑造，在观念上摧毁了儿童的主体地

位。赫尔巴特就认为，“儿童并未带着他们的意志生到世界上来，因此是不能产生任何道德关系的。因

此父母们便可以如同驾驭物具一样驾驭儿童”（赫尔巴特，１９８９，第２３页）。尽管赫尔巴特倡导以教育
来代替对儿童的管理，但他认为“真正的教育也一样能采取可以称为强制的方法。虽然真正的教育对

待儿童从来不是生硬的，但却常常是很严格的”（赫尔巴特，１９８９，第３０页）。他甚至将体罚明确作为管
理和教育儿童的基本方法。随着学院的产生，这种出于塑造的教育目的的体罚从儿童蔓延到所有“受

教育者”身上。阿利埃斯关于１６、１７世纪的儿童史研究揭示了这样的历史事实：“这是一种令人备受侮
辱的纪律：决定权掌握在教师手上的鞭子以及为教师所用的相互监督制度取代了原来的行会式团体关

系”（阿利埃斯，２０１３，第２１９页）。
在行为主义的理论中，惩罚作为一种负反馈，也具有特殊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按照斯金纳的

阐释，“惩罚这个词通常被界定为由他人刻意安排的意外事件（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ｉｅｓ），他们做此安排是因为其
后果对其有强化作用”（Ｓｋｉｎｎｅｒ，１９７１，ｐ．６３）。他进一步解释说：“惩罚是设计用来从人的各种行为中
将那些笨拙的、危险的，或其他不受欢迎的行为清理出去的。它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被惩罚的人不太

会再次做出同样的行为。”（Ｓｋｉｎｎｅｒ，１９７１，ｐ．６４）在斯金纳看来，人们“可以通过设计一种环境来减少
该被惩罚的行为，在这种环境中这类行为似乎更不易出现。这种环境的典型模式便是修道院”

（Ｓｋｉｎｎｅｒ，１９７１，ｐ．６７）。他认为，由于修道院只提供简单适量的饮食，男女异地而居，也不存在色情读
物、酒和致瘾药物之类的东西，所以，人们也就不易做出那些应受惩罚的行为。行为主义的这些思想，

与文艺复兴时期甚至中世纪那些将教育理解为对儿童的救赎性塑造的思想，简直如出一辙。如果说早

期的学校教育理论家们还自觉或不自觉地披着神学的外衣，而行为主义者则抛弃了神学外衣，戴上了

科学的光环，同时却又自觉或不自觉地继承了神学原罪说的灵魂。在行为主义的著述中，虽然奥古斯

丁的原罪说不再在文字上公开标榜，但原罪的理念作为行为矫正的深层次内在依据，依然根深蒂固地

存在着。由于采取了科学的外在表现形式，这种理论更容易把塑造的教育观转化成社会共识。

人唯有作为主体，才有可能真正作为人而获得发展。所有的知识，包括道德知识，倘若离开了儿童

自身的体验与思维过程，是绝无可能真正转化成他自己的知识与道德的。皮亚杰在理论上证明了“所

有认识都包含有新东西的加工制作的一面”（皮亚杰，１９８１，第１６页），儿童接受知识的过程并非是一
个纯然被动的适应过程，而是包含了同化、顺化和平衡化的过程。在这个动态的认识过程中，充满了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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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且能动的信息处理和转换过程，其中既有对新获得信息的加工改造，也有对原有认识结构的调整。

维果茨基把儿童重新放到主体际交往关系之中，把人的心理过程与能动的实践过程联系起来，认为“人

的心理过程的变化，与他的实践活动过程的变化是同样的，换言之，它们都是被中介的”（参见杜殿坤，

高文，１９９２，第２页）。儿童习得知识的过程是一个在与他人交往过程中能动建构的过程，这里的他人
不仅包括成人，也包括儿童。人的知识是来自于人类的文化历史，而非如动物一样来自于个体的试误

行为。更重要的是，儿童是能动的参与交往行动的主体，而不是受动的被他人塑造的客体。行为主义

所关注的儿童心理现象，主要局限于儿童如“刺激 －反应”之类最基本的认知机能，将人的低级意识当
作全部的心理内容，对人的高级意识特别是人的能动性采取了否认或回避的态度。然而，他们不仅一

方面揭露内省心理学的宗教背景，另一方面标榜自身的科学性，还在具体研究过程中采取了实验的方

法，这赋予了行为主义耀眼的科学光环。在其影响下，当代学校教育将赫尔巴特以来的塑造教育观发

挥到了极致。如今，我们在全世界范围内都不同程度地看到，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孩子们在学校教育过

程中都是处于被动状态的。他们爱好知识的天性一旦进入教室就渐渐消失殆尽，取而代之的是知识成

为压迫孩子的“学业负担”。这一世界性的教育问题的成因是复杂且多面的，其中行为主义的控制性理

论对学校教育的指导无疑是难辞其咎的。

为了解决这类世界性的学校教育问题，２０世纪的学校教育理论可谓花样迭出。然而，正如爱伦·
凯（ＡｌｌｅｎＫａｙ）在《儿童之世纪》一书中所批评的那样，“我们今日之所谓教育家，他们虽在口头上不绝
地说进化，说个性，说自然的倾向，但是他们没有留心于他们自己说是相信的新戒律。他们继续去教育

而好像依旧相信着所谓性恶，所谓人间本然之罪孽”（爱伦·凯，１９３６，第８４页）。于是，如何管理好儿
童，如何强迫儿童照着设计好的套路去发展，如何在这种套路中将同样预先设计好的套装价值强行灌

输给所有儿童，等等，这些就成了这类教育学理论主要的研究问题和方向。在学校教育系统中，“课程

生产过程的产品看上去与任何其他大宗商品都很相似。它是一组预先设计好的意义、一整套的价值

观、一种其‘稳定的需求’（ｂａｌａｎｃｅｄａｐｐｅａｌ）使之适销足够大的市场从而能够确证其生产成本合理的商
品。作为消费者的学生们被告诫：必须使自己的愿望适应市场价值”（Ｉｌｌｉｃｈ，２００２，ｐ．４１）。法森对此
也一针见血地提出了批评：“在‘个性化’教学的外衣下，每一名个体学生都被纳入了指向共同目标的程

序。个性化教学变成了一种走向标准化的个性化途径，因此，尽管这个学生需要借助于触觉来学习，另

一个需要借助于视觉，但最终他们都要学习相同的东西。”（Ｆａｒｓｏｎ，１９７４，ｐ．１０７）抛开当代教育理论家
们不断翻新的花样理论，诚实地审视学校教育的实际境况，我们不得不承认，确如斯金纳宣称的那样，

孩子们都已经被“一个一个地转移到控制性的环境上”（Ｓｋｉｎｎｅｒ，１９７１，ｐ．１９４）。在这样的环境中，“自
主人”早已被解构，即便偶然还强迫他们套上个性化甚或主体性的外衣。按照这种塑造的教育观，所有

的孩子都要被塑造成预先设计好的某种类型的人，而不论他们自己的意愿如何，因为在行为主义看来，

人的自由意志其实是不存在的，那只是人们的想象。

教育对人进行塑造的具体过程是十分复杂的。伯恩斯坦（ＢａｓｉｌＢｅｒｎｓｔｅｉｎ）在《教育、符号控制与认
同》中详细分析了“一种权力分配和控制原则如何转换成教育符号及其相关模式”，以及“符号是如何

被学习和塑造意识的”（伯恩斯坦，２０１６，第２３页）。他运用语言编码分析等手段，揭示了在学校教育
对孩子进行科学的塑造背后，隐藏着多么重大的不公正。詹姆斯（ＡｌｌｉｓｏｎＪａｍｅｓ）等人在论及社会空间
中的童年时，将进入学校的儿童称作“学校化的儿童”，并借用福柯（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在《规训与惩罚》
中提出的理论来阐释学校中的儿童，认为学校作为一个正式组织从课程、纪律到班级组织、教室安排等

多种渠道塑造儿童，并且认为“这种控制性的纪律主要是通过时间表来实现的，随后又拓展到对儿童大

部分的活动进行塑造”（詹姆斯等，２０１４，第４０页）。法森更是犀利地直接指出了这样一个为世人熟视
无睹的事实：“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违背其自身意志而受到监禁的唯有罪犯、精神病人和学校里的儿

童。”（Ｆａｒｓｏｎ，１９７４，ｐ．９６）基于一系列看似科学的教育理论，我们把这种强迫性的隔离和塑造看作理
所当然。然而，即便从儿童的教育过程来看，我们也很容易发现，“成人并非只是在儿童自然发生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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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中进行厚此薄彼的选择，我们还诱导孩子们产生出无论是在模仿还是传授中都不曾出现过的新行

为”（Ｋｏｎｎｅｒ，２０１０，ｐ．７３９）。行为主义和进化论的研究也都不得不在有限程度上承认人类进步所不可
或缺的这类能动性，因为这种能动性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存在是如此的确凿。

马克思（ＫａｒｌＭａｒｘ）曾告诫我们，像行为主义这类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的学说还有一个重要
的危险性，那就是，“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马克思，２０１２，
第１３８页）。塑造的教育观首先将参与到教育过程中的人分成“教育者”和“受教育者”这样两个部分，
然后通过将“儿童”等同于“受教育者”这样的角色转换，将对儿童的科学塑造扩展到所有存在教育需

求的人，而人又都是终身需要教育的，于是，社会阶级的再生产通过学校教育建立了普遍的合法社会机

制。关于儿童的历史研究也证明了，年龄的区隔和阶级的区分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１７世纪，５—７
岁和１０—１１岁的学生在小学校和学院低年级被专门化；到１８世纪，面向大众和面向资产阶级和贵族
这两个不同社会阶层的教育也被专门化。阿利埃斯认为这种要求普遍分隔的倾向“是一种与笛卡尔概

念清晰的思想革命有关的倾向”（阿利埃斯，２０１３，第２２２页），最终导致现代社会以严格的地理区隔取
代了古代等级的混杂。正是自１８世纪起，学校教育体系的不同阶段“不仅对应于年龄，而且对应于社
会地位：高中或初中（中等教育）对应于资产阶级，小学（初等教育）对应于普通大众”（阿利埃斯，２０１３，
第２３２页）。这样的社会机制在当代社会其实并未彻底颠覆。即便在教育领域内部，情况也是如此。
“大部分学校立法都不是‘自下而上’产生的，政治人物、公仆和改革者推动了改革的步伐，仿佛只有他

们才知道什么是对大众最好的”（Ｈｅｙｗｏｏｄ，２００１，ｐ．１６５）。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这样一种事实，这
种事实就是：即便是在塑造儿童的过程中，也并非每个成人都享有同等的塑造权，这里同样存在着阶层

的差异。

学校教育对儿童开展的“塑造”的教育实践，以及与此相关的关于儿童主体地位的教育理论问题，

其意义并非仅限于儿童，而是与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无论披着宗教神学还是现代

科学的外衣，以剥夺儿童自由和天赋人权为前提条件的“塑造”，其结果与诸多社会不公之间的内在联

系，都是隐蔽而确凿的。寻求对儿童主体地位的完全承认，这是人的解放历史进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三、后现代：从塑造走向培育和服务

现代化以及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哲学和科学理论，的确把人从神学的禁锢中解放了出来，但这

种解放仍旧是不彻底的。它在确立了人在自然界主体地位的同时却又容留了人在社会中剥夺他人主

体地位的权力，这种权力首先就表现在对儿童的强迫性塑造上。好在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冲突给予了它

自我否定的必然。按照卡林内斯库（ＭａｔｅｉＣａｌｉｎｅｓｃｕ）的分析，“有两种彼此冲突却又相互依存的现代
性———一种从社会上讲是进步的、理性的、竞争的、技术的；另一种从文化上讲是批判与自我批判的，它

致力于对前一种现代性的基本价值观念进行非神秘化”（卡林内斯库，２００２，第２８４页）。现代性的自
我批判使得它在当代以另一副面孔呈现在我们面前，这就是后现代诸理论。

作为现代化的延伸和深化，后现代教育理论家们在“自我、他人和事物”的物我一体的关系中，于否

定纯粹个人主体性的同时，肯定了处于关系之中的主体性，从而试图“提供一种儿童的后人类重构

（ｐｏｓｔｈｕｍａｎｒｅ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ｏｎ）”，进而主张“将‘物我关联的主体化’（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当
作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Ｍｕｒｒｉｓ，２０１６，ｐ．ｘｉ）。南非开普敦大学教育学院的莫里斯（ＫａｒｉｎＭｕｒｒｉｓ）以
“小我（ｉ）”来标识作为心理学的科学认知研究对象的儿童，以“大我（Ｉ）”来标识人权理论视野中的儿
童，而将社会学视野中的“社会儿童（ｓｏｃｉａｌｃｈｉｌｄ）”标识为与他人相联系的“群我（ｉｉ）”，继而将其所论证
的“后人类儿童（ｐｏｓｔｈｕｍａｎｃｈｉｌｄ）”描述成作为世界一部分（作为主体而非客体存在于其中）的“世我
（ｉｉｉ）”，认为这应当是一种“我、他、物质世界”天人合一（“ｂｏｄｙｍｉｎｄｍａｔｔｅｒ”）的存在状态（Ｍｕｒｒｉｓ，２０１６，
ｐｐ．８２－９３）。在这样的理论中，那个对他人强行施加权威的“大我”（Ｉ）主体被解构了，代之而起的是与
他人、与世界处于共存共生关系中的“世我”（ｉｉｉ）主体。我们处理与他人，包括与儿童的关系时，不应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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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大我”为中心，而应当认识到他人也是“大我”，我与他人相互联系并共同构成了“群我”，进而还和

世界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世我”。然而，不经过“大我”的环节，儿童恐怕是不可能摆脱“小我”的存在状

态而进入更高的生存状态的。儿童首先要从“小我”解放成“大我”，然后才能在平等的主体际交往关

系中逐渐进入“群我”和“世我”的生存状态。后现代的理论家们对权威的蔑视和反叛，为我们在此新

的历史阶段探寻儿童的解放乃至人类的新解放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新思维。

就儿童问题而言，有一个特别的现象很值得我们关注。这个现象就是：在当代人类社会，童年似乎

正悄然消逝。发现和揭示这一社会事实最有影响力的著述，要数美国纽约大学教授波兹曼（ＮｉｌｅＰｏｓｔ
ｍａｎ）的《童年的消逝》（Ｔｈｅ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ｏｆＣｈｉｌｄｈｏｏｄ）一书了。波兹曼认为，起始于莫尔斯电报码及
其之后电子信息时代的来临，是童年在当代逐渐消逝的罪魁祸首。由于电子信息打破了成人通过书本

获取的信息控制权，电报的产生以及随后接踵而至的电影和广播电视乃至计算机互联网，尤其是信息

传播途径从文字符号转向图像化，极其深刻地“改变了儿童所能享用的信息的种类、信息的质量和数

量、信息的先后顺序以及体验信息的环境”（波兹曼，２００４，第１０４页），于是，“知识鸿沟”的消弭不可避
免地造成了童年的消逝。这里所说的童年的消逝，当然并非是说儿童本身消失了，而是说儿童与成人

之间的地位差异正在缩小。尤其是在知识和信息的获取方面，儿童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

甚至他们有时候已经表现得比成人还优越。米德（ＭａｒｇａｒｅｔＭｅａｄ）在《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描述的“后
喻文化”（ｐｏｓｔ－ｆｉｇｕｒａｔｉｖｅｃｕｌｔｕｒｅ）已经来临。

我们如今看到的历史事实表明，在信息技术面前，学校教育制度业已显得捉襟见肘。让学校和教

师倍感窘迫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信息技术“排除了世俗知识的排他性，因此，也排除了儿童和成人之间

一个根本的不同”（波兹曼，２００４，第１２１页）。诚如波兹曼所言，“假如学生知道老师所知道的一切，也
就无所谓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差别了。的确，假如五年级的学生知道八年级的学生所了解的知识，划分

年级就完全没有意义了”（波兹曼，２００４，第１２１页）。学校教育制度的意义迷失，其背后实际上是我们
对儿童的隔离和塑造之失效。有趣的是，社会上很多人其实是带着某种怀旧的心情阅读波兹曼的《童

年的消逝》这本书的。波兹曼自己在该书引言中明确宣示：“本书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断言童年正在消

逝，而在于提供了一个解释这种现象何以发生的理论”，并且公开承认他不知道“能为童年的消逝做些

什么”（波兹曼，２００４，第３页）。即便如此，他在书中也始终难以摆脱某种对童年怀旧性留恋情绪的纠
缠。这本身就反映了弥平成人与儿童之间的社会鸿沟之艰难。

学校教育的危机已经受到很多研究者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认识到，传统的学校教育体制

已经无法满足我们这个社会的实际需要了。我们送孩子去学校，但学校早已不是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创

新之所，反而成为僵化和保守观念的训练营。对学校教育体系进行一场彻底的革命性的变革已经势在

必行。为了改变学校教育现状，教育学者们进行了大量的探索。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ＣａｒｌＲｏｇ
ｅｒ）等在《自由学习》一书中倡导一种自由的学习。他们以大量课堂实例分析为基础，主张建设“以人为
中心”的、通过自由培养自律的课堂，教师应当从管理者变成促进者，甚而提出暂停学校教育，建立学习

社区，由内而外对学校教育进行改革。他们在书中还援引相关调查研究证明，“采用严明纪律和行为主

义管理模式的学校，其学生对学校的喜欢程度最低”（罗杰斯，弗赖伯格，２０１５，第２４２页）。在罗杰斯等
人看来，“学习是青少年受永不止境的好奇心的驱使，不断去吸收他们看到的、听到的和读到的一切有

意义的东西”，“而不是将无助的个体牢牢地绑在凳子上，再将一些无趣的、枯燥的、毫无价值的、学过就

忘的知识灌输到他们的脑子里”（罗杰斯，弗赖伯格，２０１５，第４１页）。
教育学必须在理论上将教育由“塑造”还原为“培育”和“服务”，将教育过程视作不同主体之间的

对话过程，不是站在造物主的视角赋予儿童主体性，而是一开始就承认儿童的主体性；不应幻想是我们

让孩子们成为了独立自由的个人，而是承认孩子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并理应享有自由的个

人，承认孩子是自身价值规范和知识体系的建构和解构者。

所谓“培育”，是以承认儿童和学生的自主生长为前提的。学生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是由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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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其他什么人来设计、计划和决定的，而是由他自己决定的，教师和其他成人只是努力为其提供生长所

需而已。在培育的教育观指导下，教师在课堂上不应继续扮演知识传授者的角色，更不应继续扮演人

格塑造者，而应当努力成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的激发者。教师要敲打的绝不是学生，而是要

不断敲打知识和美德的燧石，从而努力点燃学生与生俱来的求知欲望和乐群天性。“培育”的教育是一

种点燃和保护火苗的教育，而不是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教育，后者实际上仍然把他人留在了黑暗之中。

所谓“服务”，就是为儿童和学生的自主生长提供各种支持和帮助，为其实现发展目标提供条件。

儿童的生长发展目标不应由教师或任何其他成人来制定，而是必须来源于他内心的驱动力。人权，既

谓之“天赋”，就是说它是每个人与生俱来就拥有的，这里的每个人自然包括所有儿童。人是人的立法

者，但每个人都不应成为其他人的立法者。作为个人，我们只是参与群体活动，作为群体的一分子为包

括自己在内的群体立法。康德也认为，人是道德法则的主体，是超验的理性存在，因而其自身必定是神

圣的，故而，“在目的的秩序里，人（以及每一个理性存在者）就是目的本身，亦即他决不能为任何人（甚

至上帝）单单用作手段”（康德，１９９９，第１４４页）。将儿童作为我们改造未来社会的手段来加以塑造，
这是对人类普世的实践理性和道德法则的公然背离。儿童不应成为我们达成某种教育目的的手段，儿

童本身就须是教育目的。

实际上，所谓教育，自古以来就不是一种以成人设计为基础的对儿童的塑造，而是一种培育；学校

教育自始至终也不应是强加给儿童的塑造和加工，而不过是社会为儿童提供的多种社会服务之一。回

顾历史，我们扪心自问，我们今天创造的这个世界是历史上先辈们设计的吗？我们每个人是严格按照

长辈们的设计和塑造成长起来的吗？在如今这样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里，我们更是根本不可能完全弄

清楚孩子们在未来社会里具体需要些什么东西，因而也不可能承诺孩子们一个设计好的未来。我们必

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孩子们将要创造什么样的世界，他们自己心里更清楚。

培育和服务的教育观，较之塑造的教育观，其根本分野就在于培育和服务的教育观是以承认和尊

重儿童的全部天赋人权为前提的。在此基础上，我们才可能在儿童与成人之间真正建立起一种以主体

际交往关系为基础的公平正义的教育关系。这是一种相互的教育关系，尽管儿童在这种关系中得到的

支持可能更多，但成人同样也在其中获得发展。在这里，在赫尔巴特教育学传统中长期存在的一对理

论关系，即所谓“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关系，应当予以彻底的解构。在这里，所有人都是教育者，所

有人同时又是受教育者。就像杜威（ＪｏｈｎＤｅｗｅｙ）在《我的教育信条》里所说的那样，“所有教育都是通
过个人参与人类的社会意识而进行的”，“唯一真正的教育是通过激发儿童的能力而来的，这种激发来

自社会情境的各种需要，而儿童在这些社会情境中发现自我”（Ｄｅｗｅｙ，１８９７，ｐ．３）。
从社会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儿童也并非只是社会文化的被动适应者，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也不只

是社会文化内化的单向度过程。美国印第安纳大学科萨罗（ＷｉｌｌｉａｍＡ．Ｃｏｒｓａｒｏ）教授研究认为，“儿童
在其文化活动中不断深化的成员地位具有可再构性”，他据此提出“蛛网模型”来解释儿童的社会化过

程，进而发现“儿童通过家庭接触文化，但他们生产并参与自己的一系列同伴文化却是通过集体方式完

成的……他们共同创造了同伴文化，并且为更广泛的社会或文化的再生产贡献力量”（科萨罗，２０１６，
第２０－２１、６６页）。实际上，米德所谓的“后喻文化”也并非是今天才产生的新东西，只是在今天表现得
更突出而已。正如她自己在书中所言，前喻文化“从本质上来说却是一个只能不断地复演过去的封闭

系统”（米德，１９８７，第９７页）。如果从前不存在后喻文化，我们就无法解释人类文明是如何进步的。
实际上，过去的历史一直是我们的“一种有效的工具而不是强制性的历史”（米德，１９８７，第１００页）。

我们 惯 常 地 认 为，“儿 童 是 我 们 发 送 给 我 们 做 梦 也 无 法 造 访 之 未 来 的 信 息”

（Ｋｏｎｎｅｒ，２０１０，ｐ．７５３），但我们也切不可忘记，那个未来是儿童将要去建构的，我们在直接意义上对此
无能为力。我们当然对未来有贡献，但这个贡献体现在我们创造的历史和现实之中，并且未来只有通

过儿童才可能实现。未来是怎样的，其最终决定的权力在儿童手中。我们在迎接和拥抱新时代的同

时，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这个事实也是这个时代新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儿童不是我们发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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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信息，儿童也不是我们创造的未来，儿童就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现在就面对着的未来。未来是

我们现在面对着的这些儿童将来要去创造出来的那个新世界。

塑造儿童的传统，于教育学而言，既谓之“原罪”而非“本罪”，与其说是一种谴责，莫如说是一种反

省，一种对在关于面向未来如何进步的反思中所不可忽视的一个深层次问题的直视。我们在这里并不

是要控诉某种教育学理论，因为这些理论也是过去历史和现实社会的一部分，是我们和先辈这些曾经

的儿童所创造的。我们更不是要责备教师或指责其他什么人，而是要在教育领域里探寻一条人的解放

的道路。我们“不只是要解放孩童的心灵，也要从教师的自主性去寻求教师的思想解放”，因为“只有解

放的思想与心灵，才能了解来自不同背景的儿童不同面貌的内心世界，与学生一起分担他们的欢乐与

痛苦”（黄武雄，２０１１，第１２７页）。为了在教育领域达成这样一种人的解放，我们首先需要从教育学相
关理论的反思和批判做起。本文尝试要做的，只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或一群人按照自己的意志

去塑造另一个或一群人，这是否是正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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